
Quarantine

隔离，作为一种孤立与预防性排除的状态，是西方社会的基本心态。

从艾滋病的蔓延（1981年），到双子塔恐怖袭击（2001年），再到新冠（Covid-19），人

们逐渐却又无可挽回地把自己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以免为自身的生存冒险。

在这个世界的这一隅，人们选择生活在自己的屋内、自己的门后、自己的墙后、自己的脑

中，编织出关于未来理应奇迹般降临之事的种种非凡幻想，寄望于一种徒然的可能——寄望

技术能够填补心中意义与温暖的空虚。
《Quarantine》系列聚焦于富庶的西方文明中当代人的图景；

这是一种存在：因害怕死去、或害怕活得不够久，宁愿想象自己在活着，

用真实生活的、令人安心而安全的替代品把自己团团围住。

这种心态排斥身体作为运动与欢愉的工具；

身体首先变成传播致命病毒的工具。

生命的经验变得虚拟、错位，主要转向视觉这一感官以及大脑这唯一的器官。
我描绘我那些无头的模特，以一个大球代替头颅——一个塞满了难以言说、无法实现的欲

望，

塞满了恐惧与希望的球；那希望寄托于一个美妙的未来，在那里将再次可能真正地活着。

在一种类似囚禁的状态中，在我们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处境里，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们的心智唯一的可能，便是借由想象去旅行，

奔向新的世界，以便继续停留于其自由的自然状态。
艺术与文化在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其他独裁之下当然并未死去；

唯一死去的，是那些停止做梦的人的心智。

危机使一个体系或一个过程的真实状况暴露无遗；

2019/2020年的疫情危机也有其可取之处：它帮助我们认清自己身处何地，

并帮助我们把心智从我们至今不断对自己重复的、关于我们现实的虚构而伪善的叙事中解放
出来。

危机让我们看清了我们真正的优先事项——

即便不是作为一个社会，至少作为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

服从同一法律的人。

当我们不得不在必要服务与非必要服务之间做出抉择时，
我们意识到：公共教育、体育、艺术与文化并不在其列，

当然，还包括否定了宪法所确立的、人在国土上自由流动的权利。

毕竟，「意大利是一个建立在劳动之上的民主共和国」，而其余一切历来都排在其后。

劳动者除了拥有支付房租、在市场上买菜的最低生存资料之外，

其生活是否满足，无人在意。

公共教育被视为次要，



因为其质量低劣；我们历来都知道，若想给子女高水平的教育，就必须在私立领域接受培

养。

体育同样名声不佳：在我国，保持良好的体形，与其说被视为增强自身免疫力的方式，
不如说被视为法西斯倾向的症候。

相反，高水平的体育（其中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

则被认为是必要的，并且在没有任何强加于普通公民的荒谬防范措施的情况下照常进行。

艺术与文化，口头上被认为重要，但普遍的看法是：它们属于那些并不真正工作之人的领

域。

经济领域吞没了生活的一切领域，使得即便在本质上无法产生剩余价值的领域，

也必须创造剩余价值。

公共医疗变成了医疗企业，学校变成了学工结合，

艺术变成了投资对象，科学变成了大基金的投资领域——

这些都是一种病症的征候：对创造经济性「更多」之永恒追逐。

在这种视角下，一所学校即便对社会而言有成本，却能培养出负责任、
团结而快乐的人，也毫无价值；生成一种不同于经济的剩余价值，

被视为次要。

此外，经济领域所生成的剩余价值，被再投资于新的活动，以

追逐新的剩余价值，为了纯粹的积累而无限重复，

而非投入被视为次要的领域。

最后，相当一部分税收被用来在这些经济领域陷入困境时，
去扶持它们本身。

媒体在这场危机中的角色，暴露出其无力向公众呈现一系列相互对照的论点。

媒体被压平为单一的视角，甚至用「否认者」一词来指斥不同的观点——

这个词诞生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

在主导论点与其他论点之间，不设任何交锋，也不允许谈论。

危机之际，媒体采取某种战争模式，恐吓公民，并支持
既定权力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无论那些措施是什么。

借由这种模式，它们增加了点击与销量；

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是否正发生某种特别严重的事，

于是它们便找到了与政治权力（用于出版业的公共资金）

及经济权力拉近关系的好借口。

公共媒体，与学校、医疗、司法、艺术、文化及其他领域一样，
若被置于经济领域之外，本可为一个共同体（倘若存在这样一个共同体）更好地履行其职

责，

正如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在一百年前就已理论化的那样。

不教书的学校、不报道的媒体、不治病的医院、以及靠制造荒谬的官僚迷宫

来窃取我们时间的行政机关与公共部门；



除了在其中工作、并因提供通常糟糕透顶的服务而领取薪水的人之外，

谁又从使用这些服务中获益？

我们难道要主张：有一样运转失灵的东西，胜过一无所有？
这难道不正是那同一套逻辑——它促使我们去购买、消费有害而污染的产品，

而不是干脆不用它们？

既然这个体系显然无力创造出公共服务，那么到了这一步，

干脆彻底放弃它、把生活的一切领域私有化，难道不是更少一些伪善吗？

在新冠的语境下，宗教显得如此无用，以至于关闭了教堂。
我们曾以为大多数意大利人拥有一种与基督讯息相连的精神生活；

再没有比这更虚假的了，而我们从选举结果早已看清：显然，许多人去教堂只是为了完成一

种

迷信的仪式，而这仪式已被病毒变得既危险又无用。

我们真正信仰、并从中汲取慰藉的唯一宗教，是科学；

但我们以宗教式的狂热信仰它：只存在唯一一位真正的病毒学家，就连教皇也在他面前俯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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